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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应当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吗?
①
———评黑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功利主义解读
张会永
摘 要: 针对现代道德哲学盛行的把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黑尔提出了异议。他从元伦理学层
面指出康德伦理学与功利主义相容，从规范伦理学层面指出康德伦理学应当导向一种功利主义而非义务论。他因此
得出结论，康德可以是也应当是一个功利主义者。黑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这种解读仍然坚持了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之间
必然相互对立的教条。实际上，康德不必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他的义务论的立场并不排斥对功利后果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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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道德哲学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教条就是，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站在道德哲学对立的两极，
前者是义务论的典型代表，强调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其是否出于对道德义务的尊重，它是先验的、形式性
的和普遍主义的; 而后者是后果论的典型代表，强调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其是否促进乃至最大化了善的后
果，它是经验的、质料的和具体的。据著名伦理学家黑尔考证，这种对立可以追溯到直觉主义义务论者普
理查德和罗斯，他们把康德刻画为与功利主义相对立的义务论者，而当代自封为康德传人的罗尔斯等人通
过援引康德来强调“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又强化了这一对立。
但黑尔否认这种对立。黑尔认为，康德和功利主义者在元伦理学层面上共享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和规
定主义的观点，这些主张应当导向一种规范论层面的功利主义而非义务论，而康德在规范论上的义务论观
点与其元伦理学的观点是相冲突的。黑尔宣称，从理论的一致性来看，康德不但可以是，而且应当是一个
“理性意志的功利主义者”［1］。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和批判黑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解读，指出康德不必是一个
功利主义者，但其义务论的主张能够容纳对功利后果的考量。
一
在黑尔看来，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康德伦理学，都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元伦理学层面，它
考察诸如什么是善、什么是行为正当的道德理由或道德判断的特征是什么等问题，黑尔也把它称作“纯粹
伦理学”［1］或者“形式的部分”［2］; 另一个涉及规范论层面，它考察如何实现善、如何道德上正当地行动或
普遍规范如何适用于具体情境等问题，黑尔也把它称作“应用伦理学”［1］或者“质料的部分”［2］。黑尔批评
道，那种认为康德伦理学是形式的而功利主义是质料的观点，实际上是把这两个层面混为一谈了。如果我
们分别从这两个层面思考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就会看到，康德伦理学不但与功利主义相容，而且其理
论必然指向一种功利主义，因而康德可以是也应当是一个功利主义者。
在纯粹伦理学或者形式方面，黑尔认为康德伦理学与功利主义至少共享三个主要观点，即理性主义、
规定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观点。首先，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都是理性主义的。康德伦理学的理性主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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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意志的欲求对象作为质料要素，不能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相反，只有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形式性的
道德法则，才适合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而意志之所以是善良的，不是因为它适宜于达到某种目的或后
果，而是因为它能够通过意愿自己主观的行为准则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从而使自身成为实践理性［3］，最
终成为行为正当性的基础。黑尔接受了康德的这一观点，认为当功利主义者讨论其偏好概念时，也应当排
除偏好的任何具体内容，使自身的规定理性化和普遍化。黑尔说道:“一个人意欲这个或那个，这是一个经
验事实，他偏好这个或那个，同样是一个经验事实。但是，不论其意欲或偏好什么，意志和偏好的形式是相
同的。对于绝对命令和道德命令来说，功利主义者和康德都能同意，形式必须是普遍的。对康德和功利主
义者来说，对意志只有形式上的限制。”［1］在他看来，功利主义者完全可以和康德一样，具有一个理性主义
的元伦理学理论，“没有什么阻止一个功利主义者以与康德相同的方式分配其探究，正如他清晰做出的，也
如我自己所做的。一个功利主义的体系也具有一个纯粹的形式部分，在我看来这只需要依赖道德概念的
逻辑特性。它实际上处理偏好概念( 它是否不同于意志概念需要进一步讨论) ; 但是并不设定偏好具有任
何特殊内容。人们偏好什么，这是一个经验性的事情，一旦我们开始运用我们的推理体系，它必须是确定
的，但是，为了建立体系我们不需要假设人们偏好一个或另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在建立体系中，我们仅只
看人们偏好的形式，而非内容。”( 同上) 很明显，黑尔提出的与康德伦理学相容的功利主义，并非如边沁和
密尔等经典功利主义者所倡导的奠基于经验的快乐( 幸福) 之上的功利主义，而是一种基于理性偏好的功
利主义，这种理性偏好功利主义也是哈桑伊等现代功利主义者所倡导的［4］。正如福斯勒所说:“黑尔不是
说把康德与一般功利主义理论相连接，而是说康德与一种特殊种类的‘理性目的’功利主义相容，这种功
利主义排斥功利计算中的非道德( 非理性) 目的的满足。康德和黑尔都认为规则必须来自实践理性的需
要，二者都被称作‘伦理理性主义’。”［5］
其次，黑尔认为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都是规定主义的。所谓规定主义，在黑尔那里，就是说道德语
言和道德判断虽然也有描述功能，但他们主要是规定性的，都在表达一种赞成的规定、评价或态度。黑尔
认为，康德伦理学明显是规定主义的，他的意志自律概念以某种方式表达了这种规定主义。在康德那里，
意志自律就意味着意志自己给自己颁布法则，“采纳一种态度、评价或规定，是自律意志的一种功能，用康
德的话说，它只受‘使自身适合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所限制”［6］。黑尔认为，康德的自律概念与自己的普
遍规定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意志原初自由地欲求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我们并不因为这个或那
个是什么就被限制欲求这个或那个。意志只被康德称作‘适合用作普遍法则的准则’所限制。这就是绝
对命令的‘自律’公式所蕴含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想要欲求的东西的普遍形式，而非内容限制我
们。内容由意志本身提出。意志只接受其意愿可以被普遍欲求的内容或客体。这与我自己说道德判断必
须是普遍规定时所表述的是同一学说”［1］。黑尔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功利主义理论也必定与康德伦理学一
样是规定主义的，因为对功利原则来说，必须最大化满足的功利目的必须有理性选择决定，因此我们要有
决定标准，而这种标准就是理性的规定。再则，由于功利原则只是最高原则，它必须还有一些具体的规则，
而在制定具体规则时，真正的功利主义也必须借鉴康德，因为康德关于意志自律的理论，可以为功利主义
提供了理性规定的具体规则。
再次，黑尔认为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都是普遍主义的。在康德那里，绝对命令的普遍法则公式，即
“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从未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3］这一公式，体现的道德法则
的普遍性和绝对性。黑尔认为，功利主义者与康德一样追求普遍主义。例如，边沁的名言“每个人都算作
一个，没有人可以算作多于一个”的主张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就具有“紧密关系”［2］。而密尔也赞赏康
德追寻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努力，只是康德在从原则推演具体义务时犯了错误，他要做的是一以贯之地证明
功利原则作为普遍原理的正当性［7］。黑尔把普遍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实质的道德原则的可普遍性，
就如在康德和密尔那里一样; 另一种是关于语言逻辑的可普遍性，即是道德判断和道德语言的可普遍性，
这是黑尔所强调的。他认为，当说某人在某种情形下应该做某事时，使用“应当”这一道德词语的人必须
承认自己承诺了一个普遍的规定原则。黑尔举例解释道: “当 a 和 b 两个个体，如果说 a 应当在与特殊个
体无关的特定情形下把普遍的条款具体化，但 b 却不应当在相似的情况下这样做，那么这就是逻辑不一致
的。这是因为任何‘应当’陈述中都包含着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认为陈述精确地应用于所有相似情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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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与他自己的普遍主义理论是相容的，虽然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强调道德原则的
普遍性而非道德判断和道德语言，但是，如果把它解释为道德陈述的逻辑普遍性，那么康德的公式就与自
己的理论一致了，他说道:“如果把康德的普遍命令理解为一个人应当以某种方式去行动，但却说‘其他人
不要这样做’，这是一种含有矛盾的罪责，那么康德的原则就是对普遍主义逻辑命题的结果的陈述。在这
种解释中，意愿( 这是康德最难捉摸的概念之一) 被认为大致等于‘对命令的断言’”［8］。因此，在黑尔看
来，在寻求普遍规定方面，功利主义完全可以是康德主义的，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康德式的功利主义者”。
总之，在黑尔看来，从元伦理学层面看，康德与功利主义者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冲突的。黑尔总
结道:“关于道德思维的逻辑的概念要点是，道德陈述在其核心使用上是表达规定，并且它们必须是可普遍
化的。对这一点的承认导向一种同时承认康德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的方法。如果我们知道，在做道德判
断时，我们对所有相似的情形进行普遍的规定，那么我们将不会为其他人规定那种我们不准备同样施加在
我们身上的规定的东西。这将引导我们给所有人的偏好以同等的权重，因为我们将给他们的偏好和我们
的偏好以同等的权重，并且它当然是实证的。因此，我们将会像功利主义者一样，把每个人都算作一个且
没有人算作多于一个，并将会尽力最大化每一个人的偏好的满足，不偏不倚地对待它们。并且，我们也会
像康德主义者一样，通过意愿我的准则能够成为普遍法则来行动; 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的人性和他人的人性
看作目的; 我们将这样行动，就像我们是目的王国的立法成员一样。”［9］鉴于此，把康德排除在功利主义者
之外就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其理论与功利主义是相容的意义上，康德可以是一个功利主义者”［1］。
二
如果说在元伦理学层面，黑尔只是证明了康德伦理学可以与功利主义相容，或者说不冲突的话，那么
在规范论层面，黑尔认为康德伦理学应当导向规范论上的功利主义而非义务论。
黑尔首先指出，元伦理学层面的普遍规定主义必然导向规范论层面的功利主义。因为普遍规定主义
要求我们在具体情况下，既追求平等化，又追求最大化，而这二者正是功利主义的最主要特征。普遍规定
主义意义上的平等化，意味着“对所有情况、各种规则主导下所有利益所有者的平均利益赋予同等权
重”［10］。这和边沁的名言“每个人都是一个而不是更多”是一致的。更进一步，黑尔指出，普遍规定主义的
平等化必然要求最大化，因为当行动涉及许多团体的利益时，我们能够设想到的具有普遍规定的行动方式
必然是使尽可能多的团体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选择，“追求最大多数团体的利益，即最大化所有人群的总
体利益，这就是经典的功利主义原理”［10］。黑尔认为，在质料的层面上坚持功利主义，将使得我们不仅思
考道德语言的逻辑特性，而且要思考我们的道德行为将会影响到的人们的偏好，而这些偏好是具体的和经
验的，它同时使得我们的道德思考更加接近现实世界。因此，功利主义是普遍规定主义的必然结果。也许
会有人批评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按照通行的道德义务或规则去行动的，他们并没有进行功利计
算，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按照义务论而非功利主义来行动的。但黑尔认为，义务并不具有最终的解释
力，它只有依靠功利原则才能得到正确解释。他说道:“对于我来说，真正的道德思考发生在批判的层面，
并且是功利主义的; 在直觉层面发生的东西只是帮助我们最大化地和整体地履行我们的功利主义义务的
工具，这义务是由批判的思考所决定的。我们使自己变成善良之人，履行我们的义务，并非为了其自身的
缘故，而是因为这有助于最大的善。”［1］
黑尔进而认为，既然普遍规定主义的元伦理必然导向规范论层面上的功利主义者，那么在元伦理学层
面上主张普遍规定主义的康德也不应当例外，他的理性意志和绝对命令的普遍规定主义也将必然导向功
利主义，一种理性意志的功利主义［1］。但是，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在规范论层面，康德是义务论者而非后
果论者，而功利主义是后果论者，因此，说康德应当是功利主义是错误的。黑尔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不成
立的，康德也可以是一个后果论者，只是这个后果论需要被重新建构或解释。黑尔首先指出，康德和功利
主义者都既坚持形式的普遍性，又坚持质料的具体性，他们都不否认质料要素对行为的限制。在形式层面
上，人们可以与康德一起说，唯一无条件善的事物就是善良意志，这意味着人们是依据其意图而非行动的
后果被判断的。但是在现实层面上，善良意志总是与其欲求对象或者说与其行动的后果相关的，或者说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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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意志总是要产生后果的意志。因此，在质料层面上，善良意志之所以是善良的，恰恰是由于后果。所以，
后果也是具有重要道德意义的，它在现实层面上规定意志。黑尔说道:“因此，在这种慎思过程中被构成的
意志自身，就是一种产生确定后果的意志。它们是被意欲的东西———意愿的客体，如康德所称呼的那样。
因此，尽管无条件善的东西是善良意志，但使善良意志善良的东西是被( 自律地，普遍低，理性地和公正
地) 意欲的东西，是想要的后果。”［1］但是，黑尔随即又指出，在这里并非所有后果都应该被考虑在内，因为
并非行动的所有后果都是与道德有关的，后果与道德的相关性依赖于道德原则的具体运用( 相关的后果是
那种原则所禁止或要求一个人去实现的后果) ［1］。可见，这里黑尔所重构的后果，并非通常意义上理解的
首先独立于道德原则并进而决定道德原则的后果，而是依赖于道德原则的具体运用的后果。
黑尔承认，虽然从理论一致性上来看，康德可以也应当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然而他实际上并不是功
利主义者，而是一个义务论者。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首先把义务定义为“出于对道德法则的尊
重而来的行动的必然性”，进而通过区分“出于义务”和“合乎义务”来强化自己的义务论立场。在康德那
里，合乎义务的行为可能出自自利的意图，例如一个商人之所以诚实守信，只不过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
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的诚实守信在康德看来是没有道德价值的。相反，如果一个商人只是出于对诚实守
信的义务的尊重，而不管它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后果如何，那么这就是出于义务的行为，是具有道德价
值的行为，而后果的好坏并不影响行为的道德价值。黑尔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使得他一方面承认任何具体
的行为都包含目的等质料要素，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它出于对道德法则的尊重而非
后果( 这是黑尔也承认的) 而完全排除了质料要素( 这是黑尔不赞同的) 。这种义务论自身陷入了无法容
纳质料要素的困境之中，因而是不必要的。相反，如果他坚持功利主义，就会发现它与义务论相比，能够更
好地解释人们的具体行为。因为功利主义承认，既然没有无目的的行为，那么目的肯定对行为有影响。因
此，人们要做的就不是否认这种影响，而是恰当地思考这种影响。在黑尔看来，康德的普遍性理论是能够
发展出这种功利主义目的论的，以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为例，他说道:“如果我想普遍化我的准则，就必须
寻求使所有让人的目的平等地与我的目的相一致。”［1］
黑尔进一步指出，康德的这种不一致更加明显地体现在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对具体义务的划
分和解释中。在那里，康德提出了四种义务，即对自己的完全义务( 如不能自杀) 和不完全义务( 如自我完
善) ，对他人的完全义务( 如信守承诺) 和不完全义务( 如帮助他人) 。黑尔指出，康德对自我完善、信守承
诺和帮助他人的案例与功利主义是相容的，因为功利主义同样赞同这些义务［1］。例如，在讨论完善案例
时，黑尔指出，即便康德所谈论的我们追求的完善是一种形式，而非内容，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它，即“善良
意志的道德完善是一个形式的完善，这个形式是实践的爱的形式，这是功利主义的，因为它寻求公正地促
进所有目的。图表中的‘质料要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这个源泉”［1］。在黑尔看来，只有第一个案例
( 自杀) 是唯一不能用功利主义方式来处理的案例，也是体现康德的义务论论证明显与其普遍理性主义的
元伦理学相冲突的案例。黑尔说道:“但是反对自杀，如果是有效的，也与反对违背承诺和非仁慈不同。把
我自己看作由我自己来处置，就是不去挫败我意愿的目的。”［1］也就是说，从康德的自律原则出发，是得不
出反对自杀的主张的。他认为，康德之所以反对自杀，不是其理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康德幼年时期所受的
虔信派教育所致，“或许康德在这里又回到了他年轻时听到的东西，即人之被创造为人，就是去履行上帝赋
予的目的，因此不能通过不履行上帝的目的来违背上帝的意志。但是这样论证是依据一个他后来反对的
他律原则的论证。这不能通过简单地用‘我自己’代替‘上帝’就变成了自律原则。因为，如果这不是上帝
的意志，而是我的被命令的意志，那么在一个连续的目的序列中，在这些特殊的环境下是可以选择自杀
的”［1］。因此，黑尔得出结论说，在处理这类案例时，康德是误入歧途的，他试图把自己论证运用于某种超
出可普遍化的正当范围之外了。黑尔进一步指出，如果康德反过来从功利主义角度解释其案例，那么他就
不会得出不能自杀的结论，因为不能自杀既不符合功利原则，也不符合普遍规定主义的理性要求。黑尔的
结论是，如果从功利主义出发，那么康德关于义务的矛盾论述将都会得到解决。
黑尔最终指出，康德之所以成为一个义务论者而非功利主义者，都可以归因于其成长的社会背景。在
他看来，康德严格的虔信派的成长背景使他被赋予了一些他不赞成功利主义的道德观点。虔信派特别看
重信仰者的道德品格，认为德性是人真正有信仰的前提。康德的个人的生活方式好像也体现了虔信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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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他的生平可以用平淡无奇来形容，尽管家庭生活贫穷、社会地位低下，但像虔信主义者一样，康德高
度重视道德操守，年轻时，他是一个勤奋的工作者和品行良好的社交人物。到了老年，康德是一个博学的
教授和仁慈的长者，在生活上，他清心寡欲，作息极有规律，一生从不逾越自己的本分。在此基础上，黑尔
总结道:“因此，如我开始所说，在其理论与功利主义是相容的意义上，康德可以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是在
他的一些实践的道德判断中，他出身的严格主义使他导向了他的理论并不真正支持的论证。”［1］
三
虽然黑尔认为康德可以是，甚至应当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他仍然谨慎地指出，这并不是一个强式的
主张，而是一个弱式的主张。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人们完全把康德当作一个功利主义者来对待，或者说从康
德的伦理学中得出一套完整的功利主义理论。他要表达的主要意图是，康德的理论并非与功利主义处于
对立的两极，二者甚至在许多主要方面都是相容的，他说道:“很明显，我只是粗略地刻画了我的问题。在
康德解释中有许多更困难的地方我并没有提出，更别说讨论了。我的有限的意图就是，使那些确信康德和
他们站一边反对功利主义的直觉主义者、义务论者和契约论者，更加谨慎地阅读他的( 不可否认是费解
的) 文本。我确信，像我一样，他们至少也将会在其中发现许多功利主义的要素。”［1］
黑尔的 这 种 康 德 解 释 产 生 的 巨 大 影 响 和 争 论。一 方 面，诸 如 卡 米 斯 基 ( Cummiskey ) 、哈 桑 伊
( Harsanyi) 等研究者都认为可以从康德的实践理性的普遍原则中发展出一种特殊形式的规则后果主义。
另一方面，有 许 多 学 者 反 对 黑 尔 的 康 德 解 释，例 如 迪 恩 ( Dean ) 、诺 登 斯 塔 姆 ( Nordenstam ) 、特 雷 多
( Terada) 、蒂摩尔曼( Timmermann) 、魏茵斯托克( Weinstock) 都认为，康德和后果论之间有“鸿沟”。
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解释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时，黑尔对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都进行了修正。首
先，康德伦理学修正了传统的功利主义，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的功利主义都开始于对既定的
目的或价值的预定，但在黑尔看来，功利主义也可以像康德伦理学那样，不必事先假设有某种内在的关于
幸福或目的的满足的善，进而解释为什么我们应该最大化地促进这种价值。他反对任何基础的内在的善
的理念，而只是认为，我们之所以坚持功利主义，寻求最大化功利的理由在于，它是坚持普遍规定主义的理
性行动者可以做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传统功利主义认为功利价值完全独立于行为者，只关注行为及其
结果，而不关注具体的行为者及其动机。黑尔借鉴康德的义务论，明确反对只关注行为而忽视动机的做
法，主张一切伦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基于动机和后果的。在此基础上，黑尔批判了功利主义者关于
“善优先于正当”的信念。当功利主义者这样说的时候，只是表达说善就在那里，直接决定正当，人们是通
过善而知道正当的。在黑尔看来，这是对善的一种直觉主义理解，是非理性主义的。与康德一样，他也拒
绝这种对善和正当的理解，认为并没有用任何预先给定的目的能够使道德决定优先于推理过程，只有那些
通过普遍化检验的才是道德善的，是道德上正当追求的。黑尔借助康德伦理学表明，后果主义者或功利主
义者也可以从意图、规定或者准则领域开始，但后来必须达到各种目的结论，因为目的对于区分行为者的
现实状况及其动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其次，黑尔用功利主义修正了康德伦理学，在元伦理学层面，他
把康德关于道德原则的理性化和普遍化解释为道德语言和道德判断的理性化和普遍化，把康德那里实质
性的道德原则问题转化为语言逻辑问题。在规范伦理学层面，他用功利主义取代康德的义务论，认为康德
义务论的规范论主张是与其元伦理学立场相冲突的。相反，功利主义不仅与其普遍理性主义的元伦理学
理论相容，而且更能够解释具体现实层面的诸多道德问题。福斯勒简要总结了黑尔的这种主张:“黑尔想
反对的是康德的义务论的严格主义的方向，康德的规范主张与规则功利主义的不相容无关于康德理性主
义与功利主义的相容。黑尔认为康德义务论并不依据其理性基础，但功利主义原则会依据理性基础。功
利主义赞同康德理性主义，而非义务论，康德理性主义应导向功利主义而非义务论。”［5］
然而，黑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解释存在两大问题。其一，康德在元伦理学层面的普遍理性主义与其规范
论层面的义务论并不冲突。首先，在康德那里，义务体现的是对道德法则的尊重，而道德法则作为实践理
性的命令，既是理性的，又是普遍规定的。因此，对义务概念的强调可以说是康德理性普遍主义的元伦理
学的必然结果。其次，康德在具体质料层面探讨主观准则和普遍法则的关系时，采用的论证方式( 使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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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成为道德法则) 也完全是形式化的，这也是与其元伦理学相一致的。再次，黑尔认为康德的义务论立
场并非来自其元伦理学理论，而是来自其幼年所受的虔信派教育，这也只是一种臆测，缺少令人信服的证
据。不可否认，康德受虔信派影响很大。但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严密的理性论证基础上的，作
为其体系的重要环节，他的义务论的伦理学体系是其实践理性批判研究的必然结果。
黑尔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是，他把规范论层面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对立起来了。其实，在规范论的层
面，康德义务论也是能够和功利主义或后果主义相容的。在讨论具体义务时，康德从来没有否认目的或后
果，相反，他认为任何具体的行动都包含着目的，而目的就是一个依照其表现而有待去实现的客体的概
念［11］。康德明确指出，目的是人类意志和实践理性的必然需要，因为如果不探讨目的问题，就无法真正理
解人类意志和理性。康德说:“因为它( 即纯粹实践理性———引者注) 就是一种一般的目的能力，所以对这
些目的漠不关心，亦即对它们毫无兴趣，就是一个矛盾: 因为这样它就不会规定行动的准则( 后者在任何时
候都包含着一个目的) ，因此就不会是实践理性了。”［11］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区分了客观目的
和主观目的。在他看来，虽然主观目的不能作为道德的客观原则，但是，如果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相一致
或者至少不冲突，那么它们都可以纳入“目的王国”的范围，因为目的王国是一个关于目的的整体的概念，
它包含( 1) 作为自在目的的个体的理性存在者，( 2) 与该个体互为目的和手段以及其他互为目的和手段的
理性存在者，( 3) 每个理性存在者可能为自己设定的特定目的［3］。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进一步提出
“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这一概念，并认为这种目的是单纯由理性给出，因而是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有效
的目的，例如，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就属于这种目的，它同时也是人们的道德义务［11］。可以确定的
是，康德的义务论绝非与后果主义或功利主义极端对立，它可以容纳人们对后果或功利的考虑［12］［13］。
因此，如果在黑尔看来，康德可以是也应当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话，那么在我们看来，康德可以不必是
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仍然是义务论者，但其义务论的立场却能容纳对功利或后果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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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Kant be a Utilitarian?
———On Hare's Utilitarian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Ethics
ZHANG Huiyong
Abstract: Hare disagrees with the popular view that there is an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Kant's ethics and utilitarianism． He
holds that these two are compatible on the level of meta－ethics，but Kant's meta-ethics should lead to utilitarianism instead of deon-
tology the level of normative ethics． Therefore，Kant should be a Utilitarian． Hare's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ethics adheres to the doc-
trine that utilitarianism and deontology are contradictory to each other． In fact，Kant is not necessarily a utilitarianist，but his deon-
tology is compatible with uti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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